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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英志士鄧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 1899 年「新界」人民武裝抗英鬥爭中，湧現了一批領袖人物，他們本是當地鄉紳，

在族人和鄉鄰當中素有威望。當時擔任港府輔政司的駱克曾開列一份《有關鄉紳及長老之保

密名單》（見《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書》第 53 頁，原載 1899 年 4 月 24 日殖

民地秘書處密件第三號），其中的一些人即為抗英領袖，鄧菁士也在名單之內，列在「元朗

洞」之「廈村」，英文名寫作「Tang Ts'ing—sz」，漢文名寫作「鄧菁士」，這是在港英官

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鄧菁士的名字，後來的一些有關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幾次出現。由於

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為主」，目前我們見到的出版物多數沿用「鄧菁士」字樣，也有的寫

作「鄧清士」。 

    鄧菁士的事跡流傳甚為簡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關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讀物中

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書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錯了，把他當作吉慶圍的人，說吉慶

圍出了個鄧清士，他振臂一呼：「鄉親們……」如何如何。這是歷史造成的缺憾，因為在「新

界」鄉民武裝抗英失敗之後，港英政府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在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

「新界」人民處於港英統治之下，那段悲壯的歷史被埋沒、被歪曲，以至於大量史料散失，

如今要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自然是困難重重。 

    我在采訪中得到鄧氏後人的幫助，據廈村籍鄧兆棠醫生提供的材料，鄧菁士為廈村新圍

人氏，系鄧氏二十四世祖，《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如下記載： 

    國學公名芝槐，字弼才，號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庫誕獻公長子也。補國學生。娶仇氏，

生一子，曰錫齡。公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終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卯時，享壽五十二歲。 

    由是可知，「鄧菁士」、「鄧清士」的寫法都是不準確的，應為「鄧菁士」，而且「菁

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號。 

    鄧菁士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換算為公歷應是 1899 年 7 月 31 日。根據第十

二任港督卜力的報告，在港英當局的武裝鎮壓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截止 1899 年 4

月 26 日已全部平息，此後「新界」地區歸於港英管轄之下，港英並且於 5 月 16 日將九龍城、

深圳和沙頭角同時強行占領。那麼，鄧菁士在 7 月 31 日由於何因死於何地？ 

鄧氏族譜中並沒有記載。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鄧菁士在領導抗英鬥爭失敗之後的下落，有兩

種說法。 

    一為「逃亡」說。劉存寬編著的《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說：「上

村之戰後，……抗英武裝事實上已無力組織一場戰鬥，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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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領袖鄧菁士、鄧儀石等逃奔廣州、南頭，另一部分人則藏匿在本地。」余繩武、劉存寬

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也用此說，據該二書注解，此說源於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說在港英的英文檔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據。1899 年 4 月 19 日駱克報告說：「下午 1：

30，我們前往廈村……我要他們將叛亂的首領交出來，他們說，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

去了南頭，另一人去了廣東。」廈村是鄧菁士、鄧儀石、鄧植亭的家鄉，此處所指何人，是

顯而易見的。駱克在 1899 年 4 月 24 日給卜力報告中也曾說到：「在廈村，鄧菁士和鄧植亭

這些人看來在誘使當地的老人和村民參加他們的抵抗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這些名字

列了一個名單，但幾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離。」 

    一為「絞殺」說。「新界」黃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談》一文中說：「港英追捕領袖

人物，結果，鄧菁士執行絞刑，鄧儀石逃亡西鄉……」 

    以上兩說雖不一致，但也並不矛盾，因為「逃亡」並不是結果，在逃亡之中為港英逮捕、

最後被絞殺仍是可能的，所以兩說可以並存，而鄧菁士的卒期為 1899 年 7 月 31 日則是可以

肯定的，《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應是確證。 

    抗英領袖之一鄧植亭，是鄧菁士的三弟，《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載：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號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誕獻公三子也。補郡文庠。生於咸豐

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黃氏，生三子，長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續娶陳氏，生一子，

曰沂添。 

    關於這兩位抗英志士的後代，據《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所載，鄧菁士之獨生子鄧錫齡，

字永周，號夢余，生於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壽五十二歲。娶李氏，無子，以鄧德桑

承嗣，鄧德桑系鄧祖添之子、鄧芝林之孫，鄧芝林字敏才，號毓生，乳名秀槐，系鄧菁士之

二弟。 

    鄧植亭之長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

氏，無子；續娶吳氏，妾鐘氏，生子德剛、德毅、德強，德強早卒。四子沂添，娶關氏，生

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岳。 

    據鄧兆棠醫生、鄧聖時先生介紹，抗英領袖鄧儀石（又名惠麟）系廈村西山村人，為鄧

氏二十五世祖；鄧芳卿系屏山人，為鄧氏二十三世祖，1853 年生。 

    另據黃建五先生撰文介紹，抗英志士伍其昌，別號星墀，原籍南邊圍，生於咸豐九年乙

未（1859 年），1881 年中秀才，1892 年補增庠生。生平膽識過人，辦事勇敢，在鄉間排

難解紛，任勞任怨。在 1899 年抗英鬥爭中，挺身而出，捍衛鄉閻。當時有一通敵洩密者被

鄉民處死，抗英鬥爭失敗後，死者家屬向英軍「訴冤」，指證抗英領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

罪潛逃」，從容被捕，港英欲處以極刑，後因各鄉紳耆極力環保，判為終身監禁。後因英國



抗英志士鄧菁士等人生平考 6 -3 

 

王子愛德華訪港而「大赦」出獄，已度過十三年鐵窗生涯，時年五十三歲矣。村民們燃放爆

竹，夾道歡迎，整個月裡盛宴款待，譽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獄後改號醒遲，在西邊圍築「作

新書室」，設館授徒，賦詩明志，與當地名流唱和，轟動一時。黃建五先生曾輯錄其遺詩三

首： 

             其一 

      今吾猶是故吾身，底事吾廬號作新。 

      黃種魂醒初認夏，綠楊甲柝甫回春； 

      湯銘康誥追前度，美而歐風漸隔鄰； 

      願與眾生除舊染，冰壺一片見天真。 

             其二 

      近來時局喜推陳，我亦隨人日作新。 

      三面開通空夙障，一堂活潑有余春； 

      梅花曲繞窗為壁，蓬蓽陰連眷比鄰； 

      昔歎歸與今已慰，願從吾黨證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復何之，倦鳥飛還得一枝。 

      屋小盡堪容我席，簷低終不寄人籬； 

      幼安有閣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 

      最好黃花開放後，陶然醉讀歸來辭。 

    烈士暮年，劫後余生，作淡泊之人，出蒼涼之語，「今吾猶是故吾身」，「黃種魂醒初

認夏」，「願從吾黨證前因」等句，隱隱可見壯心不已，無愧無悔。伍氏事跡因時間跨度較

大，沒有在小說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資料珍貴，也錄以留存，供後人追念。 

    又據劉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後算賬》一文中所載，駱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時向卜力呈報

的黑名單中提到的姓名有：吳基祥、鄧清持、鄧清宏、鄧亞清、吳豐祥、麥鴻文、陳天寶、

李天良、文大龍、李培基、林源發、陳容。因為這些姓名均系據英文音譯，漢字書寫不一定

準確，我懷疑其中的「吳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鄧清持」則疑為鄧菁士，錄此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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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鄧菁士為代表的一批抗英志士，在異邦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所表現出的高昂的愛國主

義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值得我們永遠景仰、永遠紀念，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敗論英雄 

    鄧菁士等人領導的抗英武裝力量，直接參戰人數達二千六百人之眾，他們所使用的武器，

包括從民間購置的大炮、原各圍村防盜自衛的抬槍、從各種渠道購買的長槍、短槍（其中有

些是太平天國繳獲的「洋槍隊」武器，太平天國失敗後，這些武器失落民間）、大刀、長矛、

三叉戟、匕首，與港英的正規軍隊和警察部隊相比，武器裝備低劣，人員軍事素質不足，然

而他們不畏強暴，敢於以弱戰強，先後組織了 1899 年 4 月 15 日的首戰大埔、4 月 17 日的

再戰大埔和伏擊林村谷、4 月 18 日的反攻石頭圍等多次戰鬥，雖均未能獲勝，但屢敗屢戰，

寧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軍事上、心理上都給英軍造成了重大打擊。港府輔政司兼「新

界」專員駱克曾在 1899 年 4 月 19 日的報告中說：「要是他 

們有近代化的武器，我軍恐怕就更加為難了。即使如此，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股勁頭，

也顯出他們渾身是膽。」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在 1899 年 5 月 5 日的報告中說：「如果

叛亂不被及時制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種可怕的規模。目前我們發現，他們的行動都是經過周

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都會使情況日益複雜。」英軍奧格爾曼中校在 1899 年 5

月 6 日的報告中也說：「我相信敵軍的數量一定非常可觀，而且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這上面

了，他們希望以占絕對優勢的人數來壓倒我們，但中國人對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並沒有任何概

念。」從英方當時的許多函件和報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裝力量的人數眾多，鬥志昂揚，領導

者也具有相當的軍事指揮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們的致命弱點，而且在兩國已經簽訂《專條》，

清政府軟弱無能、處處退讓的情況下，民間抵抗運動最後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過鄉民大敗英軍的記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話》

（1958 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稱：「4 月 18 日，群眾 2500 人在上涌與英軍激戰，把英軍

打敗」；「5 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圍，奪去鐵門作為戰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

記》（1988 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也稱：「4 月 18 日，新界人民 2500 多人在上涌與英

兵激戰，挫敗英軍。」 

    劉存寬在《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1995 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一書

中曾指出上述說法不確之處有三：其一，4 月 18 日激戰的發生地在上村石頭圍而非「上涌」；

其二，當日戰事的勝負恰恰相反，2600 名抵抗者向上村石頭圍的英軍發起反攻，遭到英軍伏

擊，抵抗者受到重大損失，此後已無力進行戰鬥；其三，英軍奪走吉慶圍鐵門，發生在 4 月

18 日上村之戰的當日，而非 5 月。 

    我在當地采訪時曾經得到關干「石頭圍鄉民大戰殖民軍」的一些素材，據說：太平公局

將主力集中在雞公山，前面及左右兩翼分佈戰鬥部隊，完成對石頭圍英軍的包圍態勢，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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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支突擊小組，引誘敵人迷失方向，並分段截擊敵人的補給線。4 月 18 日，大埔大約七十多

條村落的武裝分別抵達石頭圍外圍陣地，深圳、東莞、惠州的團練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導，一

部分上雞公山與主力會合，一部分散人各圍村，包圍已被困在叢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軍。豪

雨中殖民軍幾次突圍，都未能沖出密集的火力網，糧食陷入恐慌，運輸用的軍馬被宰殺，連

中毒生病的軍大也宰來吃。抗英武裝以「八爪魚戰術」，於 4 月 19 日凌晨全面出擊，先從

觀音山對面的各條戰線展開攻擊，「引蛇出洞」，分散敵人兵力，然後由主力搗其巢穴。在

滿天火光、殺聲震地的原野上，殖民軍指揮官六神無主，手忙腳亂，武裝鄉民前仆後繼，殺

入叢林中，殖民軍死傷一百多人（一說二百多人），武裝鄉民犧牲三百多人，4 月 19 日午後，

石頭圍之戰結束。 

    這一說法當然令人振奮，我在小說中也極願意描寫一場抗英鄉民大敗英軍的戰鬥，但反

覆研究其他有關文獻，總覺得上述說法缺乏足夠的依據。英軍奧格爾曼上校在 1899 年 5 月 6

日發出的報告中曾詳細描述了上村之戰：「在下午約 2：30 的時候，我得到報告說中國人正

在向這方靠近。觀察局勢之後，我看到了不少中國人向我們逼近，意圖可能是想襲擊我們。

我馬上命令伯傑上尉去作準備，我不知道哪些沒有參加昨天戰鬥的應派出去，哪些疲勞的士

兵應該休整。大概下午 3：00，伯傑佈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後我們在那裡等待敵人的到

來。敵人排成三列，隊形非常整齊，他們越過干涸的被犁過的田地，揮動著旗幟，大聲地叫

喊著向我們沖過來，很顯然這是中國人一項計劃好的行動。他們開始從遠處射擊，3．5 英寸

口徑的槍彈在我們身旁落下，我們聽到了一些來福槍射擊的聲音，但是好像數量不多。當他

們行進到 500 碼之內，伯傑開始向他們開火，以便保證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擊的效果如何。

伯傑然後開始前進，看見他們馬上掉頭狂奔，也忘了開槍。我們繼續追擊，一直向他們開火，

直到他們跑出我們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 10：00，駱克的報告說：「自從我上封報告（指同日下午 3：00 的報告，

引者注）發出後不久，中國人就襲擊了我們的軍隊。我方無傷亡，中國人的傷亡情況還不清

楚。整個戰鬥期間我都在場。戰鬥結束之後，我們去錦田，拆下了兩個村莊（引者註：指吉

慶圍和泰康圍）的大門。然後我們回到上村，今晚將在此過夜。明天我們將去元朗和屏山。」 

    奧格爾曼是上村之戰的指揮者，駱克是目擊者，他們對這場戰鬥的記述應該是基本可靠

的。如果說這場戰鬥是抗英鄉民大獲全勝，英軍死傷一二百人，而且戰鬥到次日午後才結束，

那麼又怎麼解釋英軍在上村之戰的當天去錦回拆下了吉慶、泰康兩圍的鐵門然後又回上村過

夜呢？我反覆考慮，似無這個可能。所以，民間傳說的素材雖然激動人心，也只好割愛，沒

有采用，而按照比較可信的依據，寫了抗英鄉民反攻石頭圍，中了英軍的埋伏而失利。 

    劉存寬在《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評述上村之戰說：「新界人民

的武裝抗英，譜寫了一頁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壯烈史詩。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

作戰中猶能動員數千之眾，兩戰於大埔，再戰於林村、上村，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雖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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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付出重大犧牲，仍然萬眾一心，英勇頑強，百折不撓，戰鬥到最後關頭，可歌可泣。」

「此外，抗英隊伍作為農民武裝，所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也是驚人的。」「然而，這次武裝

抗英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首先，在抗英發動之前，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已經簽訂，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實，英國的接管勢在必行。當時清

政府正因列強紛紛宰割中國而疲於奔命，無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義舉。這種狀況使

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後盾和大後方，孤立無援，直接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其次，新界抗

英隊伍的主體是當地的團練，敵方是英國的正規軍，抗英者在作戰經驗、作戰訓練和組織的

嚴密程度上顯然遠遜於英方。武器裝備上的懸殊劣勢也是抗英作戰失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

要原因。」 

    這一番分析和評述是實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鬥爭的失敗是由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然而這場鬥爭的愛國主義性質卻

不因失敗而改變，抗英志士雖敗猶榮，雖死猶榮！ 

 


